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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与现代中国的危机1 

 

李勤璞 

 

 

一、 

 

作为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在一九○○年以前的中国从未存在，因而也从未被提出过。 

犹如艾滋病、同性恋近年传播进来，在中国造成一系列连续性政治和社会后果那样，当“民

族主义”从西方传来并萦回中华大地，长城外侧（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出现分裂行动，

为了保卫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存在，才产生上述的问题。所以这是现代中国的问题，从“五族共

和”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时势而表述不同。 

这个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国文明内涵和性质、中国国家的形成。

它的总目标则是“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再定义，当然是在当代的场景上、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 

在这个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苏秉琦（1909-1997）这位土生土长的学者，用一生辛勤

劳作、从中国考古这门学问给予沉雄有力的回答，胜义纷披，意蕴深远，获得国内一致的赞赏和

广泛的追随、国外密切的注意。他最终的综合性结果集中纪录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部内容

宏阔周到、行文晓畅、篇幅很小的大众读物中。此书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北京

三联书店马上在大陆印行简体字版，广泛流行，备受考古学和社会大众的重视，思想影响超出专

业领域。二○○九年四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又再次出版，印刷更加精美。书末附录北京版俞伟超的

和东京日文版（2004）郭大顺的两篇文章。 

 

二、 

 

苏秉琦这本书的思路，是从破除他所谓的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两大“怪圈”入手

的。头一个怪圈是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论”，另一个怪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的以论代

史。他用中国地域考古（他的用语是“区系类型”）的结果证明中原文明中心论和辐射论的旧说

不能成立，用具体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实证方法对于中国古史重建的必要性，从而建立起关于中国

古代文明总体的全貌。 

说他这部书动机要解决本文开头指出的重大课题，亦即《新探》思想的当代性，一个明显的

证据是：他提出的考古资料都是秦汉及其以前的，但他的论述则从史前一直纵贯至全部中国历史

时间，而且给予最后的帝国清朝（Daicing Gurun, 1644-1911）特别的分析（页 139-143），这已经

大大越过他的资料范围了。他明白指出，区系的中国，“既已建起了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结构体

系，更是以阐明十三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最终目的的”（页 82）。

                                                        
1
 本书评原载《全国新书目》19（北京，2010 年 10 月 1 日），第 66-67 页，在该刊发表时有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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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出的是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宏观完整的框架，即所谓三模式和三部曲，

而以满族建立的清朝作为圆满的古代国家的终结和集大成。他把纷繁的区域材料导致一个重大结

果的坚韧意志令人震撼；他把有古老根源的中国全部文明的时间空间化，再跟中国全部的地理空

间比对吻合，而获得对于中华民族生存道路的凝神观照（此刻和永远，而且巨细不遗），这样空

间化的、全体的历史感，是伟大的灵魂才能做到的。 

当然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例如说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和气魄”，他们的南

下“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云云（页 139），而认为他未能深入表层之下。若权衡胡

人南下的动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消极后果，当会有所修正。就此可以参考沙学浚（1907-1998）

的著述。 

 

三、 

 

在他看来，“中国”的形成乃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在春秋战国以前

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现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看得最为明显。“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

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

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秦汉帝国及其以后，‘四夷’

的概念有了新的变更和新内涵。‘四夷’已不是夏商周时代的‘四夷’，而是指帝国之内、《禹贡》

九州之外的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页 137-138） 

讨论清朝的时候，他说这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续生型”国家及其对中华统一民族国家的发展

所起作用具有典型的意义（页 139-140）。他认为到了清朝，经过民族迁徙融合，长城内外合为一

家，“自秦汉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彻底地、一劳永逸

地解决了，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也为长城史画了一个大

句号”，这件重大事实的征象就是在塞外承德避暑山庄的创建（页 143）。而空间位置上，承德与

史前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红山文化（旧热河省境）几乎重合，这件事情确实意味深长。 

在苏秉琦看来，清帝国使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最终汇聚于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因此清朝是中

国古代国家的总成，是现代中国的时空基础。 

历史上或许如此，忠诚于中国的人可以感到欣慰。但是百年以来，中国内部和外部存在强大、

持续的瓦解中华民族的因素。外部的像日本侵华；内部的像在长城外侧和台湾屡屡发生仰赖外国

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分裂行动，至今未已，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这个现实呈现无遗。中国人

心中看不见的“长城”悄然建立，壕堑加深，时时提示现代中国及其文明的危机：民族分裂主义

者追求民族自决、独立建国，强化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间和台湾—大陆间的差别和对立。舆论上，

过去日本矢野仁一（1872-1970）和今天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美国的所谓 “新清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的人们宣称：“满蒙”非中国领土，承德乃是清朝作为“内陆亚洲帝国”

（Inner Asian empire）的明证，清朝不是中国。 

这正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1988）的背景，也恰恰是苏秉琦毕生探究的

问题产生的原因。苏秉琦以巨大创造性完成了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的宏观探讨，成为指

导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参考，仅就这一点来看，《新探》具有长久的思想和情感的魅力，作者因

此而得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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